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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想象还是技术理性？
———用户对大模型对话应用的认知方式与信任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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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大模型技术的 ＣｈａｔＧＰＴ 突破了以往智能对话应用的技术优势和对话体验，并引发了互联

网上的广泛关注。 长期以来，社会大众主要通过媒体创作想象和专业理性知识两种方式获得有关人工

智能技术的信息，建立对智能技术的认知基础。 这两类信息接触方式影响用户对大模型对话应用的认

知与信任关系。 基于媒介想象接触信息会显著正向影响用户对大模型应用的信任，但基于专业性知识

的理性信息接触却未对用户信任形成显著影响。 在用户对大模型应用的信任形成过程中，作为“线索路

径”的社会启发式、利益启发式认知机制，以及作为“行为路径”的交互、社会交换机制等因素均可对信

息接触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中介效应。 但在目前阶段，媒介想象在前端产生的

影响效果更甚于后者。 鉴于大模型对话应用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产品更新和技术迭代也日趋加速，研

究进一步对 ＡＩ 应用的交互性和社会行动者角色在影响未来人机信任方面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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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２０２２ 年底，基于大语言模型技术开发的人工智能对话应用 ＣｈａｔＧＰＴ 脱颖而出，引发全球关注。
随后，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大模型应用井喷式出现，相关话题也一跃成为海内外社交媒体平台中的

热点。 ＣｈａｔＧＰＴ 的技术突破刷新了首批“尝鲜”用户对人工智能体的认知和想象，人们纷纷探讨有

关技术逻辑，或畅想其应用前景［１］。 相关热议也进一步引发了非用户群体对于新一代人工智能技

术的想象和探索热情。 “ＡＩ 的历史是一部集幻想、可能性、演示和承诺为一身的历史” ［２］。 人类对

人工智能的想象存在已久，如美剧《西部世界》中虚构了“有意识的人工智能”；电影《Ｈｅｒ》也对发

生在人类与人工智能主体之间的“爱情故事”展开畅想。 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大模型应用大大提

升了机器与人类用户进行多轮对话的流畅性，输出的语言也更接近人类语言特性。 学者认为，这种交

互模式已突破“图灵测试”的标准，甚至可能在人—机之间形成更深层的“准社会交往”关系［３］。
除了由媒介议题引发的想象外，也有学者从批判的视角来看待大模型技术的迅速“蹿红”，如

讨论实际应用中人与机器的主体性问题［４］、人机交互中存在的潜在技术风险与伦理问题等，反映

人们在面对新技术时的理性思考［５］。 事实证明，在面对许多处在崛起阶段的智能应用时，用户的

认知和行为往往受到“技术想象”和“真实体验”的共同影响［６］。 这对于大模型对话应用来说也是

如此。 尽管它已取得众多颠覆性技术突破，但仍然有人惊呼“天才”，有人称之为“智障”，或持保守

的“均值论”观点。 鉴于此，本研究拟在“人—机互动媒体效应”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实证视角来探

讨国内用户对大模型对话应用的技术认知、媒介建构方式、信任感以及上述感知的形成路径。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一）影响用户对 ＡＩ 应用信任的因素

当前，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大模型对话应用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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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不再停留于想象，而是使其能够真正落地应用，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求［７］。 事实上，在此之

前，有关人机信任的研究便已开始从传统领域转向 ＡＩ 智能应用范畴，从最初对人类用户与 ＡＩ 应用

之间是否存在信任关系的验证［８］，到关注由信任缺失导致的用户担忧［９］。 在此基础上，还有学者

对用户使用对话 ＡＩ 应用时经历的三种不同信任进行了探讨，即情感信任、认知信任和组织信

任［１０］。
用户对 ＡＩ 应用的信任可能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技术层面，有证据表明，用户在基于 ＡＩ 辅助识

别垃圾评论时，会因感知到的识别机制差异而产生不同程度的信任［１１］，而良好的交互可视化体验

则有利于提升用户对 ＡＩ 应用的信任［１２］。 在使用具备人形外观的 ＡＩ 应用时，机器人的面部设计细

节也是影响用户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１３］。 此外还有 ＡＩ 应用具体面向的任务类型：适当披露 ＡＩ 应
用的部署和任务目的能够增强用户的信任感［１４］。 在技术本体之外，有研究认为开放透明的社会文

化环境和扶持、推广 ＡＩ 应用的公共政策导向同样有助于促进用户对 ＡＩ 应用的信任形成［１５］。 同

时，鉴于信任主体在人工智能专业技术方面掌握的相关知识和理解程度的不对称性同样会对人机

信任关系构成挑战，如何形成有效的沟通渠道、解决相关领域的“知识沟”一直是“人—ＡＩ”信任关

系建构中的难点［１６］。 具体到个体层面，研究还发现用户无论在不同类型 ＡＩ 应用和同一款应用的

信任度上均存在显著年龄差异［１１］。 由此可见，用户对 ＡＩ 应用的信任会受到宏观社会环境、技术本

体、用户主体等多个层面的因素影响。
（二）ＨＡＩＩ⁃ＴＩＭＥ 理论模型下媒介信息接触的差异化影响

在“人—ＡＩ”信任关系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方面，既有研究已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索。 其中

较为公认的理论解释框架有 Ｓｕｎｄａｒ 提出的 ＨＡＩＩ⁃ＴＩＭＥ（Ｈｕｍａｎ⁃ＡＩ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人—机互动媒体效应）理论模型［６］。 该模型系 Ｓｕｎｄａｒ 在认知启发式思想与交互媒体

效果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将用户对 ＡＩ 应用形成信任时涉及的复杂影响因素进行了整合。 模型从

感知、行为两个不同层面出发，将影响用户 ＡＩ 应用信任的因素整合到了“ＡＩ 技术可供性”的框架

下，来解释其影响用户体验和技术信任的路径机制。 ＨＡＩＩ⁃ＴＩＭＥ 模型认为用户对 ＡＩ 应用的信任形

成于两条路径：一条为“线索路径”，指在用户与 ＡＩ 交互的过程中，其脑中既存的启发式机制被特

定线索触发，从而影响其技术信任；另一条则是“行为路径”，指用户与 ＡＩ 应用进行交互时，技术可

供性会以互动、代理等形式体现出来，影响二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形成。
ＨＡＩＩ⁃ＴＩＭＥ 理论模型自提出以来，被广泛应用在“人—ＡＩ”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并表现出

良好的适用性、可延展性和较强的解释力。 如有研究发现，自主人工智能和使用主观语言进行交互

的 ＡＩ 应用更能够得到用户信任［１７］；ＡＩ 应用能够在服务过程中向用户提供解释性线索、帮助其理

解算法逻辑的应用更容易获得人类的信任［１８］。 此外，ＡＩ 应用的技术透明度、对用户信息收集规则

的披露程度［１９］等因素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用户对 ＡＩ 应用的信任。
既往基于 ＨＡＩＩ⁃ＴＩＭＥ 理论模型开展的“人—ＡＩ”信任关系研究，多侧重将影响用户信任的因素

聚焦于 ＡＩ 应用的功能、呈现等外显能力表现上。 而在研究 ＡＩ 应用的可供性时，应同时关注技术的

客观特质与用户对其效用的主观感知的关系［２０］，这关乎用户对技术的理解和认知。 例如，用户会

在可预测性、熟悉性、规范性等主观判断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对 ＡＩ 应用的初始信任［２１］。 而另一边，
开发者则可以将 ＡＩ 技术特征“包裹”在诸如“忠实宠物”等表征形式下，从而加速用户初始信任的

形成进程［３］。 因此，ＨＡＩＩ⁃ＴＩＭＥ 理论模型也可用来解释“人—ＡＩ”互动中的信息接触和信任关系形

成机制。
社会建构论视角下，人类对新技术的看法往往受到既有认知经验的形塑［２２］。 用户对人工智能

技术的认知一方面源自媒介建构的算法想象，另一方面也受到自身专业技术水平和知识程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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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长期以来，大多数人都在媒介呈现的科幻作品基础上编织自身对人工智能的想象［２３］。 无论是

新闻媒体上的科技报道，还是社交平台上的口耳相传，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用户对 ＡＩ 技术的态

度［２４］。 此外，根据“公众理解科学”范式的界定，公众接触到的 ＡＩ 相关专业知识广度和深度决定

着其对技术的理解和信任程度［２５］。 但也有研究发现，科学素养越高、越了解技术前沿动向的人更

容易对科学发展感到不安，同时倾向对技术表现出更强的不信任感［２６］。 此类理性科技知识的传播

往往集中在专业性较强的论坛或小社群（如聚焦人工智能专业问题的计算机专业论坛）中，较少流

通在社交媒体公共空间中［２７］。 由此可见，个体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建构与其接触相关信息的方式

紧密相关。
有鉴于此，本研究将公众接触人工智能相关信息方式划分为媒介想象和技术理性两种类型。

在当今信息传播的多元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前沿科技，其复杂性和专业性对公众认知提出了

新的挑战。 媒介想象类信息获取方式指的是公众通过各种大众媒介（如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新闻

报道、社交媒体等）获取并构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感性认知和想象性理解。 这类信息通常通过叙

事和情感表达，构建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对公众的情感和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２８］。 例如，新闻

媒体常通过特定的叙事框架来塑造公众对事件的认知，而影视和文学作品则通过构建情境，引导受

众产生共鸣和情感认同［２９］。 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最早由赫伯特·马尔库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
ｃｕｓｅ）提出，承接了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所提出的“工具理性”思想，用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
通过科学和技术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过程。 技术理性强调效率、可预测性和控制性，主要通过逻辑

分析、数据验证和实验设计来实现［３０］１２ － １８。 同时技术理性也可能存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背离的

局限性，如导致社会生活的工具化和去人性化［３１］。 在此理论基础上，本研究将技术理性引申为一

种信息获取方式，具体体现为通过系统化、科学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逻辑，获取人工智能技术相关

信息的过程。 研究将从学术期刊、技术报告、实验数据等来源获取人工智能相关信息的方式定义为

“技术理性”类的信息获取方式。
媒介想象和技术理性两类信息获取方式与以往基于媒介形式划分的类型有本质的不同。 传统

的媒介接触分类方式更多关注媒介类型及其传播路径，而技术理性类与媒介想象类的信息获取方

式以人工智能技术传播的内容特质为核心进行分析。 二者的分析框架为研究技术传播的深层机制

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同时揭示了技术传播不仅仅是信息传递的过程，更是社会文化建构的实践场

域。 此外，两类信息获取方式在公众理解技术的过程中并非对立而是交织存在。 受众通常借助多

种渠道同时获取 ＡＩ 相关信息，这种综合作用塑造了他们对技术的整体认知。 尽管媒介想象和技术

理性可能同时存在于信息获取过程中，但不同个体侧重有所不同。 一些用户更倾向于通过情感化

的叙事来理解技术，而另一些用户则更依赖于理性分析。 这种个体差异使得研究者在分析信息接

触的影响时，须考虑到两种类型的信息获取方式也会存在交互影响关系。
研究拟在 ＨＡＩＩ⁃ＴＩＭＥ 理论提出的“线索路径”和“行为路径”框架下，尝试厘清不同 ＡＩ 信息接

触方式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之间的关系，以及两种信息获取方式的交互影响关系；通过区分媒介

想象与技术理性两种技术信息获取方式，深入分析不同认知方式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作用机

制，从社会建构论视角理解智能技术、社会文化及媒介的整体性“隐喻”之间的关系。
基于此，提出问题与假设如下：
ＲＱ１：不同的信息接触方式是否会导致用户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产生差异化的信任？
Ｈ１ａ：媒介想象类的人工智能信息接触对大模型对话应用的信任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Ｈ１ｂ：技术理性类的人工智能信息接触对大模型对话应用的信任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Ｈ１ｃ：媒介想象类与技术理性类的人工智能信息接触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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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户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产生信任的线索路径

认知机制在“人—ＡＩ”信任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算法启发式、机器启发式

等［３２］。 启发式即一种“能应用在各种决策环境中的通用判断工具” ［３３］。 ＨＡＩＩ⁃ＴＩＭＥ 模型同样将启

发式作为影响用户技术使用体验的关键“线索路径”来观照。 需要注意的是，用户基于启发式机制

形成认知的过程并非单一线性的，而是需要对各类线索同时进行复杂处理，因此又带有“多重启发

式”的特征。 研究发现，在结果相同的情况下，采用“机器启发式”机制的用户更倾向认同 ＡＩ 代理

做出的判断，而遵循“从众启发式”机制的用户则更相信人类众包应用的主张［３４］。 因此，通过大模

型对话应用的技术形态和特质来确定用户采用的认知线索和启发式机制至关重要。
除了基于技术特质的启发机制外，“社会存在启发式”和“收益启发式”认知机制也会影响用户

对 ＡＩ 应用的信任形成。 一方面，当人们将 ＡＩ 视为一种拟人化的存在，会倾向应用社会存在启发式

对 ＡＩ 进行认知和判断［３５］。 如 ＣｈａｔＧＰＴ 发布后就被视为社交媒体平台上新兴的行动者，大模型应

用的“类人性”特征也被看作能影响用户信任的重要认知线索［３６］。 另一方面，大模型在自然语言处

理和人机对话上的表现突破了以往 ＡＩ 技术在实际落地应用时的门槛限制，并推动着心理咨询、教
育产业、信息检索等行业的格局重塑［３７ － ３８］。 因此，大模型对话应用在相关领域表现出的功能价值

和潜力也可能激发用户的“收益启发式”认知机制，促使用户对其产生信任［３９］。
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如下问题和假设：
ＲＱ２：社会存在启发式与收益启发式如何影响用户对大模型对话应用的信任程度？
Ｈ２ａ：社会存在启发式与用户的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Ｈ２ｂ：收益启发式与用户的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ＲＱ３：在大模型信息接触方式不同的情况下，用户群体受到的启发式影响有何不同？
Ｈ３ａ：社会存在启发式在媒介想象信息接触和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关系间起到中介效用。
Ｈ３ｂ：收益启发式能够在媒介想象信息接触和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关系间起到中介效用。
Ｈ３ｃ：社会存在启发式在技术理性类信息接触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关系间起中介效用。
Ｈ３ｄ：收益启发式在技术理性类信息接触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关系间起中介效用。
（四）用户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产生信任的行为路径

ＨＡＩＩ⁃ＴＩＭＥ 模型理论认为，在用户对 ＡＩ 形成认知和信任的行为路径中，存在交互（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社会交换（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等不同的影响机制。 其中，“交互”被视为 ＡＩ 对用户行为的响应

与引导，代表用户在使用 ＡＩ 应用时的参与和控制，是确保整个行为路径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 大

模型应用的突出特点体现在其交互能力的提升，有研究发现接入大模型前后商业社交机器人在销

售对话场景中表现出更优的响应准确性、对话流畅性，证实了通过大模型实现的精细自然语言处理

对于交互功能的提升［４０］６１ － ７６。 由于大模型内部机理是隐藏的，人与大模型之间的协作需通过感

知—行动循环架构来加以理解，即通过与大模型应用交互的反应来更新自己的信念，在感知—行动

架构循环反复中，来推断其可信程度［４１］。 “社会交换”则是用户对投资回报率的估计，最优解是能

以最低的使用成本获得最高的使用收益。 技术接受模型（ＴＡＭ）指出，公众对技术接受的主要影响

因素为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４２］。 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分别表示使用技术付出的努力程

度、使用技术而获益的程度，二者是对技术功能价值的全面衡量［４３］，与社会交换不谋而合。 大模型

显著提升了用户的处理能力和效率，并通过自然语言对话的交互方式，增强了操作的便捷性，降低

了使用难度，进一步拓展了用户的能力边界。 例如，在医疗和交通信息管理等应用场景中，发现大

模型应用有助于降低沟通成本，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并且带来更大使用效益［４４］。
大模型自诞生以来，已凭借出色的对话和内容生成能力在互动与社会交换层面获得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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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在大大降低技术使用门槛的同时提升了对用户的赋能效果。 基于此，在技术进展日新月异

的研究背景下，对于交互与社会交换的探讨，可形成更为实际、确定的结果，进而对技术信任的构建

问题和 ＨＡＩＩ⁃ＴＩＭＥ 模型本身形成有效的反馈。
综上，本研究在行为路径层面提出以下问题与假设（图 １）：
ＲＱ４：社会交换和互动行为路径如何影响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
Ｈ４ａ：社会交换行为路径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Ｈ４ｂ：互动行为路径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ＲＱ５：在大模型信息接触方式不同的情况下，社会交换和互动行为路径如何影响大模型对话应

用信任？
Ｈ５ａ：社会交换行为路径对媒介想象类信息接触和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
Ｈ５ｂ：交互行为路径会在媒介想象类信息接触和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
Ｈ５ｃ：社会交换行为路径对技术理性类信息接触和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
Ｈ５ｄ：交互行为路径会在技术理性信息接触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

图 １　 整体假设模型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研究主要通过在线问卷调查的方法来回答上述研究问题和假设。 在参考相关研究中成熟量表

的基础上，首先进行预调查，并根据数据结果对问卷设计进行优化，随后进行正式投放。 为确保受

访者对大型模型应用有足够的了解或实践经验，采用分层抽样法收集问卷数据，主要面向 ＣＳＤＮ
（中国最大的 ＩＴ 专业在线社区）的知名技术社区、豆瓣社交媒体平台的人工智能讨论组以及内部

技术社区、微信社交平台进行投放。 ＣＳＤＮ、豆瓣人工智能讨论组及内部技术社区汇聚了大量具备

深厚技术背景的专业人士和 ＡＩ 领域的从业者，这些群体倾向于通过技术理性的途径获取 ＡＩ 相关

信息，包括专业课程、行业报告、技术社区讨论和专业技术博客等来源。 这类信息通常基于数据、事
实和逻辑，旨在帮助他们深入理解 ＡＩ 技术的原理、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 相比之下，微信平台的用

户构成更加多样化，包含大量大模型初步使用者。 其人工智能相关信息获取渠道广泛，涵盖了大量

通识性和娱乐性内容。 由于研究涉及用户的实际使用和互动行为，在数据预处理时以大型模型应

用的经验作为选择标准，只考虑有此类应用使用经验的参与者。 最终共收集有效样本数据 ５６７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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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 ８８． ５％ ）。
（二）变量测量与数据处理

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 在对因变量（用户的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测量上，研究参考了 Ｍｏｌｉ⁃
ｎａ 等的量表［３２］，采用 ５ 分制量表进行测量（１ ＝ 非常不同意，５ ＝ 非常同意）。 题项包括“我相信这

些应用使用了可靠的算法来形成回复”等（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 ０． ６５）。
人工智能信息接触。 研究将被调查者通过特定方式接触人工智能信息的程度作为自变量，使

用 ５ 分制量表进行测量（１ ＝ 没有，５ ＝ 很多），得分越高，表示受试者通过该方式接触“人工智能信

息”越多。 信息接触方式包括媒介想象类信息和技术理性类信息两个类别：媒介想象类信息接触

方式包括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社交媒体平台通识性内容。 具体如下：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三体》
《西部世界》；电影《流浪地球》《Ｈｅｒ》等）、文学作品（如《雪崩》《我，机器人》等）、开放社交媒体平

台（如小红书、微博、抖音、快手等）、熟人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朋友圈、ＱＱ 空间等）。 技术理性类

信息接触方式包括：人工智能相关课程或行业调研报告、因从事人工智能开发相关工作从业界专业

信息源接触信息、专业技术平台与社群（如 ＣＳＣＤ 社区）、计算机 ＡＩ 领域博主的专业向内容（如 ｂ 站

专业 ｕｐ 主视频、微信专业技术型公众号文章等）。
中介变量。 研究参照 Ｓｕｎｄａｒ 等的研究［６］，采用 ５ 分制量表对 ＨＡＩＩ⁃ＴＩＭＥ 模型中的“社会存在

启发式”“利益启发式”“交互”“社会交换”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测量。 其中，社会存在启发式包含四

个题项：“与这些应用交流时，我感觉它是具有智慧生物的特质”等（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 ０. ８２８）；利益启

发式包含三个题项：“我认为研发这些应用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用户”等（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 ０. ７１８）；交互

包含三个题项：“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这些应用的回复结果”等（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 ０. ６５８）；社会

交换主要包含三个题项：“我认为使用大模型应用的收益大于其成本”等（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 ０. ６５）。
控制变量。 根据文献综述，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类别等因素可能对 ＡＩ 信任产生影响，因

此研究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处理方式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控制变量数据处理一览

控制变量 数据处理方式

性别 ０ ＝ 女；１ ＝ 男

年龄 １ ＝ １８ 岁以下；２ ＝ １８—２４ 岁；３ ＝ ２５—３０ 岁；
４ ＝ ３１—４０ 岁；５ ＝ ４１—５０ 岁；６ ＝ ５１—６０ 岁；７ ＝ ６１ 岁及以上

教育程度 １ ＝ 初中及以下；２ ＝ 高中（包含中专、技校）；
３ ＝ 大学专科；４ ＝ 大学本科；５ ＝ 硕士及以上

职业 ０ ＝ 程序员等 ＩＴ 领域从业人员；１ ＝ 在校学生；
２ ＝ 教师 ／ 研究人员；３ ＝ 媒体从业者

（三）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 ＳＰＳＳ２６． ０ 软件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使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 插件检验中介模型，
选择 ｍｏｄｅｌ４ 采用偏差校对非参数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进行模型建构和中介效应检验。

四、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信息及相关分析

研究首先对媒介想象类 ＡＩ 信息接触、技术理性类 ＡＩ 信息接触、社会存在启发式、利益启发式、
交互、社会交换、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人口学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如

表 ２ 所示。 结果显示，媒介想象类信息接触、技术理性类信息接触、社会存在启发式、利益启发式、
交互、社会交换均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显著正向相关（ｐ ＜ ０. ００１）。 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中，性别、
年龄、职业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显著相关（ｐ ＜ ０. ００１），其中教育程度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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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负相关（β ＝ － ０. １９５，ｐ ＜ ０. ００１）。
表 ２　 描述性统计信息与相关关系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 媒介想象

２． 技术理性 ０． ４４２∗∗

３． 社会存
在启发式 ０． ５８７∗∗ ０． ４７７∗∗

４． 利益启发式 ０． ３４９∗∗ ０． ３４１∗∗ ０． ３６２∗∗

５． 交互 ０． ３８５∗∗ ０． ３９７∗∗ ０． ４０７∗∗ ０． ６２４∗∗

６． 社会交换 ０． ５１６∗∗ ０． ４４８∗∗ ０． ５０５∗∗ ０． ６４７∗∗ ０． ６５０∗∗

７． 大模型对话
应用信任 ０． ４５４∗∗ ０． ３３０∗∗ ０． ５１５∗∗ ０． ５８７∗∗ ０． ５６４∗∗ ０． ６２３∗∗

８． 性别 ０． １５８∗∗ ０． ２３８∗∗ ０． １４４∗∗ ０． １３５∗∗ ０． ２１２∗∗ ０． １０８∗∗ ０． １５２∗∗

９． 年龄 ０． １６１∗∗ ０． ２５８∗∗ ０． １４０∗∗ ０． ２２６∗∗ ０． １７８∗∗ ０． １９０∗∗ ０． １４７∗∗ ０． ２４５∗∗

１０． 教育程度－ ０． ３３５∗∗－ ０． ２７７∗∗－ ０． ３５５∗∗－ ０． １８２∗∗－ ０． １１１∗∗－ ０． ２２７∗∗－ ０． １９５∗∗－ ０． ２４４∗∗ － ０． １４８∗∗

１１ 职业类别 ０． ０７７ ０． ０４１ ０． １１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９ ０． ０７７ ０． １２５∗∗ ０． １５４∗∗ ０． ３１７∗∗ － ０． ０９７∗

Ｍ ３． ９２ ３． ７２ ３． ７６ ４． ２５ ４． １９ ４． ２６ ４． ０９ ０． ５６ ２． ９０ ３． ９５ ２． ４９
ＳＤ ０． ６６ ０． ８８ ０． ８７ ０． ５７ ０． ６０ ０． ５０ ０． ５９ ０． ５０ ０． ８５ ０． ６９ １． ３３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Ｎ ＝ ５６７。

（二）预测变量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回归分析

研究进一步通过分层回归分析来验证各预测变量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之间的关系（表 ３）。
首先，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类别共同解释了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 ７． １％ ，其中教育程度显

著负向影响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β ＝ － ０． １７９，ｐ ＜ ０． ００１），年龄正向影响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β
＝ ０． １０９，ｐ ＜ ０． ０５），即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小，对大模型对话应用的信任越低。

表 ３　 各预测变量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分层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性别（男性） ０． ０６５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１
年龄 ０． １０９∗ ０． １０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６

教育程度 － ０． １７９∗∗∗ － ０． ０４９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 ０． ０２２
在校学生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２ － ０． ０６３ － ０． ０６５ － ０． ０６７

教师及研究人员 － ０． ０６９ － ０． １７９∗ － ０． ２５４∗∗∗ － ０． １７２∗∗ － ０． １４３∗∗

媒体从业者 － ０． ０２ －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６４ －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３
程序员等 ＩＴ 从业人员 ０． ０６５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７１ － ０． ０５２ － ０． ０４２

媒介想象 ０． ４４８∗∗∗ ０． ３９∗∗∗ ０． １６１∗∗∗ ０． ０９６∗

技术理性 ０． １８２∗∗∗ －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４
社会存在启发式 ０． ２８８∗∗∗ ０． ２３２∗∗∗

利益启发式 ０． ４２９∗∗∗ ０． ２５３∗∗∗

交互 ０． １３４∗∗

社会交换 ０． ２３４∗∗∗

Ｆ ６． １３２ ２１． ９３９ ２１． ９９９ ４６． ６９１ ４６． ９３６
Ｒ２ ０． ０７１ ０． ２３８ ０． ２６２ ０． ４８１ ０． ５２５
ΔＲ２ ０． ０６ ０． ２２８ ０． ２５０ ０． ４７０ ０． ５１３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Ｎ ＝ ５６７。

媒介想象作为第二个因素进入方程，解释了总方差的 １６. ７％ ，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表现出

显著正向影响（β ＝ ０. ４４８，ｐ ＜ ０. ００１），即通过这一方式接触 ＡＩ 相关内容越多，对大模型应用的信任

程度越高。 技术理性作为第三个因素进入方程，解释总方差的 ２. ４％ ，显著正向影响大模型对话应

用信任（β ＝ ０. １８２，ｐ ＜ ０. ００１）。 随后，社会存在启发式（β ＝ ０. ２８８，ｐ ＜ ０. ００１）和利益启发式（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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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４２９，ｐ ＜ ０. ００１）均显著正向影响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解释了总方差的 ２１. ９％ ；而交互（β ＝
０. １３４，ｐ ＜ ０. ０１）和社会交换（β ＝ ０. ２３４，ｐ ＜ ０. ００１）同样显著正向影响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并解

释了总方差的 ４. ４％ 。 这意味着用户与大模型的交互水平越高，社会价值交换水平越高，对于大模

型应用的信任程度越高。 分层回归解释了总方差的 ５２. ５％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从回归分析可知，
媒介想象与技术理性对认知启发式（社会存在启发式、利益启发式）与行为（交互、社会交换）均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媒介想象影响效果优于技术理性。
值得关注的是，在社会存在启发式和利益启发式进入回归模型后，技术理性（β ＝ － ０. ０１４，ｐ ＞

０. ０５）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影响由显著变为不显著，系数变为负值。 这说明认知线索路径在

技术理性类信息接触和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关系间起到的是完全中介效用［４５］，但具体作用机制

须进一步分析。 同时，社会存在启发式、利益启发式、交互和社会交换在技术理性与大模型对话应

用信任之间可能起到的中介效应也需要进行检验。
（三）ＨＡＩＩ⁃ＴＩＭＥ 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研究假设和回归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研究随后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以明晰信任形成的线索

路径和行为路径对不同信息接触方式与大模型应用信任二者关系的影响。
如图 ２ 所示，媒介想象信息接触对社会存在启发式（β ＝ ０. ０４６７，ｐ ＜ ０. ００１）、利益启发式（β ＝

０. ０３５８，ｐ ＜ ０. ００１）、交互（β ＝ ０. ０３６９，ｐ ＜ ０. ００１）、社会交换（β ＝ ０. ０２８９，ｐ ＜ ０. ００１）、大模型对话应

用信任（β ＝ ０. ０３４６，ｐ ＜ ０. ０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 而在图 ３ 中，技术理性信息接触方式对社

会存在启发式（β ＝ ０. ０３７８，ｐ ＜ ０. ００１）、利益启发式（β ＝ ０. ０２７３，ｐ ＜ ０. ００１）、交互（β ＝ ０. ０２８，ｐ ＜
０. ００１）、社会交换（β ＝ ０. ０２２８，ｐ ＜ ０. ００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不存在

显著影响关系。 综上可知，Ｈ１（ａ）成立，Ｈ１（ｂ）不成立，与分层回归结果一致，社会存在启发式（β ＝
０. ０２７，ｐ ＜ ０. ００１）、利益启发式（β ＝ ０. ０４３，ｐ ＜ ０. ００１）、交互（β ＝ ０. ０４２，ｐ ＜ ０. ００１）、社会交换（β ＝
０. ０５４３，ｐ ＜ ０. ００１）均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因此 Ｈ２（ａ）、Ｈ２（ｂ）、Ｈ４（ａ）、Ｈ４
（ｂ）成立。

图 ２　 基于媒介想象信息接触的 ＨＡＩＩ⁃ＴＩＭＥ 模型中介效应验证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Ｎ ＝ ５６７。

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类别的影响后，媒介想

象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总效应达到显著水平 ［ Ｅｆｆｅｃｔ ＝ ０. ３７６， ｐ ＜ ０. ００１，９５％ ＣＩ （０. ３０６，
０. ４４５７）］，其中直接效应显著［Ｅｆｆｅｃｔ ＝ ０. ０６８，ｐ ＜ ０. ０５，９５％ ＣＩ（０. ０００１，０. １３５７］，间接效应显著

［Ｅｆｆｅｃｔ ＝ ０. ３０８，９５％ ＣＩ（０. ２４６，０. ３７７］，即社会存在启发式、利益启发式、交互、社会交换在媒介想

象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中承担中介效应。 Ｈ３（ａ）、Ｈ３（ｂ）、Ｈ５（ａ）、Ｈ５（ｂ）得到验证。
技术理性对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总效应达到显著水平［Ｅｆｆｅｃｔ ＝ ０. １８９，ｐ ＜ ０. ００１，９５％ ＣＩ

（０. １３３９，０. ２４４９）］，其中直接效应不显著［Ｅｆｆｅｃｔ ＝ － ０. ０３３５，ｐ ＞ ０. １６７，９５％ ＣＩ（ － ０. ０８，０. ０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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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基于技术理性信息接触的 ＨＡＩＩ⁃ＴＩＭＥ 模型中介效应验证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Ｎ ＝ ５６７。

间接效应显著［Ｅｆｆｅｃｔ ＝ ０. ２２３，９５％ ＣＩ（０１７４５，０. ２７４６］。 这表明社会存在启发式、利益启发式、交
互、社会交换在技术理性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中承担中介效应，即 Ｈ３（ｃ）、Ｈ３（ｄ）、Ｈ５（ｃ）、Ｈ５
（ｄ）成立。

最终验证的整体模型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整体模型路径检验结果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Ｎ ＝ ５６７。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人—机互动媒体效应（ＨＡＩＩ⁃ＴＩＭＥ）双过程理论的框架下，探究了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

信息接触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影响，以及线索路径和行为路径两种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

直接和间接影响，以拓展相关理论在大模型技术和多元主体协同的新型信息生态中对人机信任关

系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数据分析结果验证了媒介想象类信息接触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具有显

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并发现了用户的认知线索路径和行为路径在信任形成过程中的直接和间接影

响。 上述各因素的不同作用机制具体表现在：
（一）媒介想象更利于提升用户对大模型对话应用的信任

首先，通过媒介想象接触 ＡＩ 相关信息的用户对大模型对话应用表现出更强的信任。 这印证了

当前的行业现状，即影视、文学作品和媒体报道仍然是用户了解大模型技术的主要信息渠道。 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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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扩散的上升阶段。 此类信息中常包含对科技概念的简化普及、对未来趋势的美好勾勒、对技

术功效的积极预期以及情感化叙事等［４６］，因而有利于人机信任关系的形成。 一方面，为了获得更

好的传播效果，科幻作品和媒介报道中通常会将 ＡＩ 领域的专业知识转化为通识信息，以降低新技

术与普通用户之间的疏离感，确保不具备相关知识储备和实践经历的公众也能迅速理解信息，在脑

海中建立对 ＡＩ 智能体的形象认知。 另一方面，通过描绘 ＡＩ 应用的积极功效和乐观前景更容易唤

起公众对技术的憧憬，从而加深其对新技术应用的信任。 与此同时，诉诸情感的叙事策略有助于将

人性化的特质赋予 ＡＩ 应用，使其在公众心目中成为超越“理性”技术产品的存在，从而唤起公众的

情感共鸣。
但出乎意料的是，技术理性类信息接触却未对用户信任形成显著影响。 这与“传统新媒体时

代”的媒介效果研究发现截然不同，即“深入理解技术性知识有助于信任形成” ［４７］。 可见对正处在

技术风口和蓬勃生长期的大模型应用来说，用户在从接触、了解到建立信任的过程中调动的感性认

知更甚于理性。 对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一是用户接触前沿、专业信息越频繁，“窥
见”大模型真实水平和局限性（如数据库缺失、算法偏见问题等）的概率就越高，因此反而能够以审

慎、冷静的态度来看待新技术，而非盲目跟风。 二是越靠近技术前端和行业态势的人，亲历或间接

听说 ＡＩ 引发潜在风险（如隐私泄露、技术滥用和关键系统的失败可能性等）相关事件的概率也会

增加。 尤其在涉及关键决策和创造性内容生产等应用场景时，这种风险感知更可能会唤起用户对

人类过度依赖技术或技术失控等“恶果”的担忧，因而引发对科技伦理等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如自

动化生产过程中人类角色边缘化、技术决策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等） ［４８］。 因此，从技术性知识接触到

形成信任，其间可能涉及的影响因素覆盖了技术性能评估、技术伦理考量和机器代理可行性等众多

方面。 因此，虽然了解底层技术是进行 ＡＩ 应用能力评估的基础，但对于大模型这一新兴技术和普

通用户而言，在从接触知识到建立信任的过程中，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及其作用路径远比传统网络

媒介时代更复杂，有待深入研究。
（二）认知线索路径和行为路径均能直接促进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形成

作为辅助个体进行环境评估和判断决策的重要机制，认知线索路径（社会存在启发式、利益启

发式）和行为路径（交互、社会交换）在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形成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正如既往研究指出，个体在面对复杂的环境或认知处理任务时倾向于“求助”启发式认知机制

来提高决策效率［３３］。 从社会存在启发式视角来看，当前大模型对话应用高度“类人”的自然语言处

理水平和交互表现显然提供了这种“心理捷径”：ＣｈａｔＧＰＴ 等大模型对话应用已能够支持连贯、更顺

畅的人机对话体验。 用户与 ＡＩ 的交互体验越接近人际交流，就倾向将其视为具有社会性特质的能

动主体。 用户通过互动感知 ＡＩ 的类人特征并获得类似与“第二自我”交流的临场感，因而增强对

ＡＩ 的信任［４９］。
作为行为路径的交互性和社会交换同样表现出积极的直接影响。 大模型对话应用凭借即时响

应、交互性强的技术特性来满足用户的需求，在提升互动体验的同时形成人—机紧密耦合的协作关

系，从而促进了更深层次的信任建立。 此外，鉴于个体与他者互动时具有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

向，其在与 ＡＩ 积极互动时能够获得的便利（如节约时间、优化决策等），也有助于增强对 ＡＩ 的信

任。 这些明显且切实可感的好处共同为信任的建立提供了正当性背书和合理的动机。
（三）认知线索路径和行为路径对媒介想象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部分中介效应

研究发现，认知线索路径（社会存在启发式、利益启发式）和行为路径（交互、社会交换行为机

制）均对媒介想象类信息接触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而且，媒介想

象类信息接触在促进认知启发式及行动方面的作用显著优于技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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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社会存在启发式涉及公众如何感知 ＡＩ 智能体的“类人化”语言表述和情感叙事策

略，进而将其视为具有社会性的能动主体。 这种间接影响过程缓冲了用户在面对新技术时的心理

接受障碍，也有助于提升技术的“亲民性”，从而获得公众信任。 一方面这种“亲民性”体现在媒体

叙事的故事框架上，如赋予 ＡＩ 类人的角色特征，促使公众采用人际交往的社会认知原则来评估应

用的表现。 另一方面，当前媒体多侧重呈现大模型在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实际功

效或潜力，如赋能医疗、创新教育和科研等，此类报道能够使公众对大模型技术产生乐观预期，进而

提升对相关应用的好感和信任。
从交互和社会交换层面来看，信息处理是个体将新信息与已有态度和信念结合的过程［５０］。 媒

体通过强调 ＡＩ 应用能力和潜在好处，设定了公众对 ＡＩ 应用性能的期望。 通过电影、小说和新闻等

形式塑造的正面 ＡＩ 形象，为用户的实际交互体验提供了认知框架。 当真实的社会交换体验与媒介

唤起的期待相契合（甚至超出预期）时，公众的信任感便会增强。 因此，交互和社会交换在媒体塑

造的 ＡＩ 期待和用户体验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使得外部信息、直接经验和实际的技术效能共同成

为信任建立的基石。
（四）认知线索路径和行为路径对技术理性与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的完全中介效应

有趣的是，虽同样是中介变量，但认知线索路径和行为路径介入技术理性类信息接触和大模型

对话应用信任的关系的方式为完全中介效应，即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影响完全是经过自中介变

量产生的。 由此可见，用户在接触此类信息时，不但需要高度的认知卷入来理解和加工专业技术知

识，还需要结合真实的社会环境和应用实践，在对技术的应用中来感受技术的可供性。 这一过程已

超越了单纯的技术知识学习，而是在人—机互动中建立对 ＡＩ 应用工作机制和效果的直观认识，从
而增强信任感。

这一发现也延续了以往有关技术与社会之间复杂嵌入性关系的思考：技术早已不再是单纯的

物质和工具，而是与其所属文化的社会结构组织、权力关系等紧密交织，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整体

系统［２５］。 在此背景下，技术进步和应用普及也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融入社会进程当中，并被不断

地建构和解读。 这种社会建构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宏观层面的，指不同国家和社会在历史、文
化、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对待新技术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差异。 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又会通过

公共教育、媒体、政策等形式向下传递，影响公众对技术的看法和信任度［５１］。 另一个是微观层面的

社会建构，它受到个体对新技术的直接体验（使用）和间接经验（知识接触）影响。 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算法新闻、计算广告、社交机器人、深度伪造等技术应用已开始大规模向现实社会渗透，
对受众的认知、心理形成干扰［５２］。 尽管媒体在宏观、微观的技术社会建构过程中均扮演着重要角

色，但对于 ＡＩ 领域的专业人士来说，日常接触相关信息时并不会像普通公众一样感到复杂晦涩或

疏离感，因此无须投入大量的认知努力来理解知识性内容，也不会持有不切实际的感性幻想，而是

可以从实用主义、功能主义和利益导向层面来思考技术与自身、与社会的关系。 因此，本研究中发

现的完全中介效应正说明了个体对技术的信任并不直接取决于其接触技术知识的程度，而是通过

他们在实际使用中的功能体验、社会交换行为和潜在收益预期来产生影响的。 这一方面对理解专

业人士在面对新技术时的态度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媒体在公众信任、技术知识

复杂性和不可理解性之间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即提升理性知识的“透明度”和“可供性”。
一百年前，沃尔特·李普曼在提出“拟态环境”概念时，曾对“媒介如何在感知主体和经验对象

之间创造‘信息中介’（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人类如何在缺乏直观经验的情况下认识世界、解读事实”等问

题进行发问［５３］１４ － １５，也昭示出未来人类基于先进技术建构“超越真实的世界” （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的必然性。 当下，大模型技术的崛起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智能传播范式和人机交互模式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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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颠覆性的变革，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人机信任关系的形成机制也必然发生嬗变。 随着 ＡＩ 技术迭

代和相关应用向社会生活的加速渗透，公众对相关资讯的及时了解、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和对实际应

用功效的正确认识是其能否顺利接轨新技术、乐于且敢于“尝鲜”的重要起点。 而在大模型对话应

用的交互性大幅增强、类人性外显特质愈发突出的背景下，其承担的社会功能和角色也早已超越了

人们对传统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作为人类行为客体的物质性解读范畴［２２］。 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单向

的信息接触还是单纯的工具性使用，都已不足以帮助用户充分理解现阶段技术对社会进程的卷入

程度和嵌入深度。 因此，在人—ＡＩ 互动逐渐常态化的趋势下，用户对大模型应用不但抱有理性的

技术角色期望和功能应用期望，更带有感性的人类角色期望［５４］。 而这些复杂、多维的认识形成除

了源自媒介想象外，更多地还是要建立在具象化的人机交互体验和对实际使用效益的感知基础

之上。
因此，本研究回应前人关切、拓展“人—机互动媒体效应”理论模型在新技术条件下的适用性

的同时，还进一步在实证范式下就社会存在启发、利益启发、交互和社会交换等认知心理对“大模

型对话应用信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进行了探索，以呈现媒介想象和技术理性类信息接触对信任

建立过程的不同作用机制。 研究一方面证实了媒介在唤起公众对大模型技术的认知和期待上的坚

实影响力，同时也在认知和行为线索的差异化影响效果下揭示出智能拟态环境下人际交流的原始

社会脚本在人机互动路径中的投射：用户在与 ＡＩ 应用的交互过程中获得了近似人际互动的感受，
从而产生对新技术的信任甚至依赖感。 在此视角下，大模型应用不该被当作单纯的工具性客体来

看待，而是已经具备了扮演能动性角色和社会性功能的互动主体。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 一是在对“大模型对话应用信任”进行操作化定义时侧重使用

层面的信任取向；二是调查样本主要是中国的大模型用户，对不同国家地区文化语境、信息环境下

的 ＡＩ 人机信任机制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从基于认知的信任、基于情感的

信任、人际信任、系统信任等不同维度丰富人工智能环境下人机信任关系的形成机制。 同时，须以

批判性的视角看待媒介信息在促进技术创新扩散、警示潜在安全和技术伦理风险以及秉持社会责

任之间承担的多重角色，并审慎思考不同国家和语言文化语境下对前沿技术讨论的存在物质主义

和后物质主义的倾向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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